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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小说评点研究的三种视角

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是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非单一的

文学批评。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

现的，但其实际表现的内涵却远非文学批评可涵盖。小说评

点在中国小说史，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小说创作中所起到的作

用远远超出了“批评”的范围，形成了“批评鉴赏”、“文本

改订”和“理论阐释”等多种格局。由此我们对于小说评点

的研究也应以一种多元的方式加以把握。具体而言，大致可

以从三种“关系”中梳理和研究古代小说评点。

一　　从评点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史的关系中揭示

小说评点的价值

融“评”“改”为一体的特点几乎贯穿于中国小说评点

史，在小说评点起步伊始的明万历年间，批评家们就以“评”

“改”作为其最为重要而又最为基本的功能。如刊行《三国志

通俗演义》的书坊主周曰校就“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

参考，再三雠校”（万卷楼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封面“识

语”，万历十九年刊本）虽着重于文字考订，但毕竟已表现出

了对文本修订的重视。余象斗的《水浒志传评林》则明确表

现了对文本内容的修订，其 水浒辨》云：“今双峰堂余子改

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

去，恐观者言其省漏，皆记上层。”（余象斗《水浒辨》，《水

浒志传评林》，万历二十二年双峰堂刊本）尤其是容与堂本

《水浒传》，该书之评者在对文本作赏评的同时，对作品情节

作了较多的改定，但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而是标出删节符

号，再加上适当的评语。明末清初的小说评点接续这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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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一步加强了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尤其是对明代“四大奇

书”的评点，更体现了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介入”，且在对

文本的修订中突出地表现了评点者自身的思想、意趣和个性

风貌。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的修订就体现了他的内心矛盾。

他既忧虑天下纷乱、揭竿斩木者此起彼伏，又对社会黑暗、

奸臣当道深恶痛绝，故其一方面突出“乱自上作”，另一方面

却又腰斩《水浒传》，并妄撰“惊恶梦”一节。这种批改体现

了金 三国演义》的批改进氏独特的主体特性。毛氏父子对

一步强化了“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并将这一观念融入到

对作品的删改和修订之中，从而使毛批本成了《三国演义》

文本中最正统、最文人化的版本。此时期小说评点对文本的

“介入”还突出地表现在对通俗小说艺术上的修润，从情节构

架的调整、细节疏漏的补订到语言的润色、回目的加工等，

评点者对小说文本的修订可谓整体上提高了通俗小说的艺术

品位，从而使明代“四大奇书”以明末清初的评点本为其定

本在清以后广泛流行。乾隆以后，小说评点者对文本的修订

已有所降温，但这一现象仍然屡见不鲜，突出者如“红学”

史上的“脂批”。评点者对《红楼梦》藁本的批改是《红楼，

梦》流传史上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现象。其他如蔡元放对

红楼梦》的“摘误”，《东周列国志》的批改，王希廉对 《齐

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所作的“改订回目”、“补正疏漏”、“整

理幽榜”、“删润字句”的工作等，都体现了小说评点对小说

文本的“介入”。

小说评点融“批”“改”为一体是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

因为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形式其实并不负有修订文本的功

能，然而这一现象在中国小说评点史上的普遍出现是有其内

在原因的。而最主要的因素约有三端：

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是一种

地位卑下的文体，虽然数百年间小说创作极为繁盛且影响深

远，但这一文体始终处在中国古代各种文学体裁之边缘，而

未真正被古代正统文人所接纳。这一现象对通俗小说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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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有二：一是流传的民间性，二是创作队伍的下层性。通

俗小说流传的民间性使其从创作到刊行大多经历了一段漫长

的抄本流传阶段。这样辗转流传，使小说在文本上的变异十

分明显，而最终得以刊行的小说，由于基本以“坊刻”为主，

其商业营利性又使小说的刊行颇为粗糙。这种流传上的特色

使通俗小说评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对小说重新修订和增

饰的行为。而创作者地位的下层性又使这种行为趋于公开和

近乎合法。古代通俗小说有大量的创作者湮没无闻，而其作

品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成了书坊任意翻刻和更改的对象。因此

小说评点对小说文本的“介入”，其首要因素是由于小说地位

之卑下。可以说，这是通俗小说在其外部社会文化环境影响

下所形成的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

小说评点融“批”“改”为一体与古代通俗小说独特的编

创方式密切相关。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在其发展进程中体现

了一条由“世代累积型”向“个人独创型”发展的演化轨迹。

而所谓“世代累积型”的编创方式是指有很大一部分通俗小

说的创作在故事题材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体现了一个不断累

积、逐步完善的过程，因此这种小说文本并非是一次成型、

独立完成的。在明清通俗小说发展史上，这种编创方式曾是

有明一代最为主要的创作方式。进入清代以后，通俗小说的

编创方式虽然逐步向“个人独创型”发展，但前者仍未断绝。

这种在民间流传基础上逐步成书的编创方式为小说评点获取

文本价值确立了一个基本前提。对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通俗小说文本的流动性”。正因是在“流动”中逐步成书的，

故其成书也并非最终定型，仍为后代的增订留有较多余地。

同时，正因其本身始终处于流动状态，故评点者对其作出新

的增订就较少观念上的障碍。虽然评点者常常以得“古本”

而为其增饰作遮眼，如金圣叹云“得贯华堂古本”并妄撰施

耐庵原序，如毛氏父子云“悉依古本改正”等。但这种狡狯

其实是尽人皆知的，评点者对此其实也并不太为在意。

评点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方法本无对文本作出增饰的功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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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上述两层因素，故小说评点在批评旨趣上出现了一种

与古代其他文学批评形态截然不同的趋向，即：评点者常常

将自己的评点视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金圣叹曾宣称：“圣

叹批《西厢》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记》文字。”（金圣叹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 读法》）他批《水浒传》虽无类似

宣言，然旨趣却是同一的。他腰斩、改编《水浒传》并使之

自成面目，正强烈地体现了这种批评精神。张竹坡亦谓：“我

金瓶梅》自做我之 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 也哉！”（张竹

坡《第一奇书金瓶梅 竹坡闲话》）哈斯宝更明确倡言：“曹雪

芹先生是奇人，他为何那样必为曹雪芹，我为何步他后尘费

尽心血？那曹雪芹有他的心，我这曹雪芹也有我的心。”因此

“摘译者是我，加批者是我，此书便是我的另一部《红楼梦》”

总录（哈斯宝《新译红楼梦 回评 》）。以上言论在小说评点中

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整体上小说评点并非全然体现这一

特色，但在那些成功的小说评点本中，这却是共同的旨趣和

精神。小说评点正因有了这一批评精神，故评点便逐渐成了

批评者的立身事业。他们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审美趣味乃至

生命体验都融入到批评对象之中，而当作品之内涵不合其情

感和审美需要时，便不惜改编作品。

作为一种批评形态，小说评点“介入”小说文本实已超

出了它的职能范围。故而可以说，这是一种并不正常的现象。

但评价一种文化现象不应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如果我们将

这一现象置于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长河中加以考察，那我

们对这一现象就有另外一番评判了。

宋元以来，雅俗文学明显趋于分流。从逻辑上讲，所谓

雅俗文学之分流是指俗文学逐渐脱离正统士大夫文人之视野

而向着民间性演进。宋元时期，这种演进轨迹是清晰可见的。

宋元话本讲史、宋金杂剧南戏、诸宫调等，其民间色彩都十

分浓烈，且在元代结出了一朵奇葩 元代杂剧。因而从分

流的态势来看待俗文学的这一段历史及其所获得的杰出成就，

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中国俗文学的成就是文学走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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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和通俗化的结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民间性和通俗

化诚然是俗文学在宋元以来获得其生命价值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雅俗文学之分流在很大程度上也会使俗文学逐渐失却正统

士大夫文人的精心培育，而这无疑也是俗文学在其发展过程

中的一大损失。因此，如何在保持其民间性和通俗化的前提

下求得其思想价值和审美品位的提升，是俗文学在发展过程

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宋元以后，俗文学的发展在整体

上便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尤其是作为俗文学主干的戏曲

和通俗小说，但两者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和平衡。

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戏曲自元代杂剧以后并未完全循着

民间性和通俗化一路发展，而是比较明显地显示了一条逐渐

朝着文人化发展的创作轨迹。这里所说的“文人化”有两个

基本内涵：一是戏曲创作中作家“主体性”的强化，亦即作

家创作戏曲有其明确的文人本位性，突出表现其现实情思、

政治忧患和文人的使命感。二是在艺术上追求稳定、完美的

艺术格局和相对雅化的语言风格。这种进程就其源头而言发

端于元代，这便是马致远剧作对于现实人生的忧患意识和高

明剧作中重视伦常、维持风化的教化意识。这两种创作意识

为明代传奇作家所普遍接受，邱濬《五伦全备记》、邵灿《香

囊记》等将高明《琵琶记》之风化主题引向极端，而在《宝

剑记》、《浣纱记》、《鸣凤记》等剧作中，则是对现实人生的

忧患意识作了很好的延续。由此以后，传奇文学在表现内容

和形式格局等方面都顺此而发展。至万历年间，文人化倾向

更为浓郁，汤显祖“临川四梦”为其代表。入清以后，文人

化进程犹未终止，而在“南洪北孔”的笔下，这一文人化进

程终于推向了高潮，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一代

之文学 文人传奇时代。

与戏曲相比较，通俗小说的文人化程度在整体上要比戏

曲来得薄弱，其文人化进程也比戏曲来得缓慢。一方面，作

为明清通俗小说之源头的宋元话本讲史，其本身就没有如元

杂剧那样，在民间性和通俗化之中包涵有文人化的素质，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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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是一种出自民间并在民间流传的通俗艺术。故而缘此而

来的明清通俗小说就带有其先天的特性，文人化程度的淡薄

乃并不奇怪。同时，明清通俗小说与戏曲相比较，其文学商

品化的特性更为明显，这也妨碍了通俗小说向文人化方向的

发展。因此，上文所说的通俗小说“流传的民间性”和“创

作队伍的下层性”无疑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当然，综观通俗

小说的发展历史，其文人化进程还是有迹可寻的，尤其是它

的两端：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清乾隆时期

的《红楼梦》、《儒林外史》，通俗小说的文人化可说是一个良

好的开端和完满的收束，但在这两端之间，通俗小说的文人

化却经历了一段漫长且缓慢的进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小

说评点所体现的文本价值便有了突出的地位。首先，在通俗

小说的文人化过程中，小说评点者充当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这是通俗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脱离正统文人精心培育之下的一

种补偿，是通俗小说在清康乾时期迎来小说艺术黄金时代的

一次重要准备。其次，在通俗小说的发展中，明代“四大奇

书”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一组具有典范性的小说作品，在

小说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四大奇书”的文化品位也

是在不断累积中逐步形成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小说评点所

起的作用毋庸低估。如果说，在宋之前，唐代传奇是古代小

说文人化的一个高峰，其标志在于唐代文人之“诗心”在与

“故事”的结合中所表现出的灵心慧性。那么，在通俗小说的

发展中，小说评点家以其才子之“文心”对作品的增饰是通

俗小说文人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四大奇书”正是这一环节中

最为重要的作品。清人黄叔瑛对此评价道：“信乎笔削之能，

序》，功倍作者。（”黄叔瑛 第一才子书三国志 雍正十二年

官板大郁郁堂本 字全像批评三国志》卷首。）此言虽有所夸

大，但也并非全然虚言。清初以来，“四大奇书”以评点家之

“点定本”流行便是一个明证。

小说评点融“评”“改”为一体，在中国小说史上始终参

与着小说的创作。这种对于小说文本的直接参与是中国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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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一大特性。整理和研究这一独特的现象，有利于更清

晰地把握中国小说尤其是通俗小说的成长和发展脉络。故小

说评点史研究可以纳入到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

畴，把小说评点对小说文本的直接参与视为一种独特的创作

现象加以对待。这或许更能贴近通俗小说创作与发展的实际

情况和符合小说评点的固有状态。

二　　从评点与中国古代小说传播史的关系中研究

小说评点的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诸种形式中，评点是一种在最大

限度上以“读者”为本位的批评形态，而在评点所涉及的多

种文体中，小说评点所体现的这一特色更为明显。小说评点

之发生、兴盛，其根本因素乃在于小说评点所显现的强烈的

传播价值。

小说评点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小说传播的一种商业手段。

评点常常作为小说流通的广告内容之一而向读者刊布，

从而招徕读者购买。这有三种形式，一是在小说封面直接镌

刻“识语”加以说明，二是表现在小说的序跋、题词和凡例

批点”等文字之中，三是在小说的全名标题中刻上“

字样。

通俗小说的 批点”字样是明清通俗评点本刻上“

小说刊印的常例。如果评点出自名家手笔那更是书坊主在刊

印时不容轻视的推销手段。在书籍上刻上书坊主所拟“识语”

也是通俗小说刊行时常见的现象。此举较早见于万历十九年

金陵周曰校刊本《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

而在余象斗小说刊本中使用较为普遍。如万历二十年余氏双

峰堂刊本《按鉴批点演义全像三国评林》和万历二十二年

《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均有余象斗“识语”，

其中都明确标出“批点”字样，以别其他刊本。万历三十四

年，余氏又刻《春秋列国志传》，封面“识语”云：“谨依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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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校正批点无讹。”越九年，姑苏书林龚绍山重刻该书，以

《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传》书名梓行，亦刻“识

语”云：“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传批评》，皆出陈眉公手阅，

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可观。”可见，在“识

语”中标列“评点”字样已是当时通俗小说刊行时一个比较

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一直到清代后期犹然如此，天目山樵

批评《儒林外史》就在书籍封面或目录后常附“识语”。而在

通俗小说的序跋、题词、凡例中，标举“评点”者更是比比

皆是。

以“评点”，尤其是名家评点来壮大通俗小说之声势也是

明清小说传播中一个重要的商业手段。这一手段本是书坊的

商业传播伎俩，余象斗便是其中的一位老手。有趣的是，余

氏刊刻通俗小说在“评点”这一层面上犹未作假，他的“评

林”本一般都直署“书坊仰止余象乌批评”或“书林文台余

象斗评梓”。但到了明末清初，此类行为却滥行无忌了。如

“明代四大奇书”除《金瓶梅》外，均有署为“李卓吾批评”

的版本行世；明万历醉眠阁本《绣榻野史》、明万历金阊五雅

堂本《片璧列国志》（其实书中无评语）亦署李卓吾批评；又

如明崇祯年间刊行的《详情公案》，内题“新镌国朝名公李卓

吾详情公案”，而实际上每则总评署为“无怀子曰”。此类例

子举不胜举，而其目的均为招揽读者以求书坊之牟利。

在明清小说评点史上，试图以评点来壮大小说之声威者

女仙外史》。康熙五十年（ 《女仙莫过于清初吕熊的

外史》由钓璜轩刻印，此书不仅有“江西廉使刘廷玑品题”、

“江西学使杨念亭评论”、“江西南安郡守陈奕禧序言”和“广

州府太守叶南田跋语”，还广集诸家评点，其评点者之夥堪称

小说评点之冠。据笔者粗略统计，此书评点者计有六十七人，

评语总得二百六十四条。如此多的评点者为一书批点，在古

代确属罕见，且其中不乏知名人士。这对小说传播的影响是

不言而喻的。

明清通俗小说的刊行有时还以“批本丛书系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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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如明万历年间余象斗双峰堂连续刊出《三国演义》和

《水浒传》“评林”本，明天启年间积庆堂连续刊出“钟惺评”

《三国演义》、《水浒传》姐妹本，而《水浒传》《三国演义》、

《西游记》均有“李卓吾批本”行世，虽未见同一书坊所出之

原刻本，但从现存刊本的外在形态，如图像、行款看，曾经

刊行过“批本丛书系列”的可能性仍然不小（参见《＜三国

＜三国演义＞演义＞版本考 现存版本目录》，（英）魏安著，

年版）。且现已基本考定，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三书之

评点乃伪托李卓吾，实大多出自叶昼之手。入清以后，小说

评点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这就是某一评点者对同一作者

所撰小说的专门评点。这种评者与作者之间相对稳定的格局

虽然不以“批点系列丛书”的面貌出现，但如此专门性的品

题对小说的传播是不无裨益的。

小说评点体现传播价值是与通俗小说的商品化趋向相一

致的。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之兴盛大致是在明中叶以后，而此

时正是明代商品经济走向繁荣之际，书坊的大量盛行正顺应

着这一历史潮流。书坊当然是以谋利为目的，但在客观上也

促进了书籍的流通。书坊之刻书以供应民众日常所需为主，

如医书、科举用书、童蒙读物等，通俗小说也是其中一个十

分重要的书籍门类。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通俗

小说之刻印和在社会上的流通主要赖于书坊的盛行。据胡应

麟《少室山房笔丛》载，当时刻书地主要有三处，即吴、越、

闽。而这三个地方也是通俗小说大量刊印流播之地。颇有意

味的是，刊刻小说评点本最多的正是这三地书坊，而小说评

点之发源又是这三地书坊中商业性最浓的福建书林。明谢肇

曰：“闽建安有书坊，出书最多，而版纸俱最滥恶，盖徒为

射利计，非为传世也。”（谢肇淛《五杂俎》）郎瑛亦谓：“盖

闽中专以货利为计。”（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书册”）

因而从小说评点之发生角度看，评点为小说传播的商业手段

诚为必然的现象。小说评点之对象以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为其

主流，而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轨迹几乎与小说评点的发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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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合。从明代嘉靖年间通俗小说的崛起，一直到晚清小说的

刊行，小说评点始终伴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道路。通俗小说

形成的一次次创作高峰，总有相应的评点高潮为其传播拓路

鸣道，而明代“四大奇书”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泛

传播更是与评点的推动和促进密切相关。

在中国古代诸种文体中，通俗小说是一种具有特殊艺术

品格的文体样式。这种特殊艺术品格简言之就是通俗小说在

整体上表现出一种浓重的文学商品化的特色。而所谓“文学

商品化”是指通俗小说在最大限度上以娱乐和消遣为其主要

目的。小说创作的主要动力亦在于读者的接受和传播。实际

上，所谓雅俗文学之分野并不表现于思想之警拔与卑陋或词

句的典雅与俚俗，雅文学中思想陈腐之作比比皆是，而俗文

学中却不乏思想颖异的作品。同时，人们也并不会因陶渊明

诗风的自然通俗而否认其雅文学的品味，而明代文人传奇虽

颇多辞藻华美之章，但仍属俗文学之行列。因此，所谓雅俗

文学之界域乃主要在于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的何者属重，以

创作主体为主，那便主要倾向于言志抒情的雅文学；而以接

受主体为主，则在艺术格调上较多倾向于俗文学。虽然其中

也包括言志抒情之成分，但读者之消遣、娱乐仍为其创作之

本根、之归趋。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创作发展就其根本性质

而言正属于这种境况，因此勾勒古代通俗小说的发展，除了

梳理特定的时代情状对通俗小说创作的影响和通俗小说自身

的演化之迹外，不能忽视读者接受这一商业性传播的制约。

小说评点以通俗小说为主要对象，便自然地染上了通俗小说

“文学商品化”的色素，小说评点也便具有了浓重的商业气

息。诚然，南宋以来的古文选评也有商业因素在内，但除却

以举业为目的的评注外，小说评点可说是古代文学评点中最

重商业性的一种批评体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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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评点与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关系中评判小说

评点的得失

从理论史角度研究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中最为重视

的部分，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其中又以对小说评点个

案的研究分析最为充分。但对小说理论史上一些规律性问题

的探讨还有许多缺憾，而小说评点确乎是深深影响了中国小

说理论史的发展进程。其中较有价值的约有三端：小说评点

者在对通俗小说作价值定位时以传统文学观念为其思想渊源，

并作出了合乎通俗小说文体特性的改造。他们首先接过传统

“教化”的旗帜而为通俗小说张目，申言小说“结构之佳者，

忠孝节义，声情激越，可师可敬，可歌可泣，颇足兴起百世

观感之心”（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齐省堂增订儒林外

史》，同治十三年刊本）。他们还从通俗角度张扬小说的教化

功能。许宝善《北史演义序》云：“晋陈寿《三国志》结构谨

严，叙次峻洁，可谓一代良史。然使执卷问人，往往有不知

寿为何人，《志》属何代者。独《三国演义》，虽农工商贾妇

人女子无不争相传诵。夫岂演义之转出正史上哉？其所论说

易晓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评点者为通俗小说确立了“既

可娱目，即以醒心”的基本价值功能（许宝善《娱目醒心编

序》）。“娱目”指娱乐消遣，“醒心”即指道德教化。在小说

评点史上，评点者还以传统的“发愤著书”观念来观照通俗

小说的创作，强调通俗小说创作中作家个体的情感宣泄作用。

如“《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李卓吾《忠义水浒传

叙》）“其言甚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

官又奚责焉。”（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十八回评语）

张竹坡更直接认为《金瓶梅》就是一部“泄愤”之书，有着

一股浓烈的“愤 的气象”（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这种将

传统的宣泄观念移用于通俗小说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强化通俗

小说创作的作家主体性。小说评点中的理论思想还是中国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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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叙事文学理论之主体。中国古代是诗的王国，抒情文学占

据了古代文学的中心地位，因此，古代文学理论亦以抒情文

学理论为重心，可以说，“诗”“乐”理论是古代文艺思想之

灵魂，而叙事文学理论相对来说要贫弱得多。古代叙事文学

理论以戏曲理论和小说理论为主体，但戏曲理论由于其自身

艺术形态的限制，叙事理论的发展并不充分。中国古代的戏

曲理论包括“曲学理论”、“剧学理论”和“叙事理论”三大

体系（详见拙作《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第二章，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年）。而在这三大体系中又以“曲学理论”

为贯穿始终的总线索和理论之重心。古代戏曲理论从宋元时

期开始发端，但在明中叶以前，戏曲观念固守“曲学”一隅。

他们把戏曲看成诗歌的一种，故戏曲研究仍然循着“音律”、

“文采”等传统思路，由此“曲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并

占据了戏曲理论的主体地位。到了明代中叶，随着评点在戏

曲领域的引入，人们对于戏曲的叙事性有了相应的重视，戏

曲的“叙事理论”便由此逐步生成。然而，一方面评点没能

在戏曲理论批评中取得主导地位，故而叙事理论没能得到充

分的发展；同时，随着明清传奇文人化的逐步加深，戏曲文

学的抒情性仍有所发展，“曲学理论”便自然而然成为戏曲理

论之重心。故从总体而言，“叙事理论”在古代戏曲理论中是

一个最为薄弱的思想体系。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小说评点的

理论思想便在古代叙事文学理论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首先，

评点是古代小说理论批评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批评形态，古代

小说批评的基本形态有序、跋、笔记、评点等多种，专题论

文则到近代才开始出现，故评点无疑是古代小说批评的主体。

由于评点这一批评体式的独特性，小说评点的理论思想是以

叙事理论为主要内涵的，有关情节结构的叙事法则、人物形

象的塑造方法等是这一理论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这一现

象使古代叙事文学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也丰富和完善了古

代文学理论自身的思想格局。小说评点中表现出的“异端”

思想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理论遗产。中国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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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俗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整体意识形态之外，这是一种

有着浓厚民间气息的文学形态。它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接受，故而通俗小说的创作也较多地

接受了与正统规范并不完全一致的民间思想。明清时期官府

的不断例禁，社会斥之为“诲淫”、“诲盗”，正是通俗小说与

正统思想相悖异的一个明确表征。而小说评点对于通俗小说

的这种思想内涵基本上是以赞赏的态度予以揭示，并据个人

的情感思想作生发和延伸，从而使小说评点充满了富于思想

价值的理论内涵，尤其在文人评点中更是如此。通俗小说的

文人评点发端于李卓吾，而李卓吾正是明中后期“异端”思

想的代表人物。他对道学的猛烈批判，对人情、人欲的大胆

肯定，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他的“童心说”，他的“穿

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理论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晚明的知识

界，也深深地影响了通俗小说的评点，致使反道学、提倡真

性情成了小说评点的一个常见主题。在小说评点中，对于情

爱的肯定和歌颂也是其中与传统伦理思想颇相悖异的内涵，

尤其是对《红楼梦》这种思想卓越的爱情小说的评点，更是

体现出了富于新意的思想内涵。我们且看道光年间的陈其泰

对妙玉的评述。陈氏认为，“妙玉非不能断尘缘也，见宝玉则

不觉心为一动耳。若竟不动，须是枯木死灰，不成其为妙玉

矣 。” 十七回评语）他进而分析道：“若痴情，则女子之本（

色也，倘妙玉和光同尘，人人见好，固不成其为妙玉，然使

见宝玉而漠然忘情，又岂慧美女子之天性乎？”这段评论情感

真切，率直大胆，可谓与传统伦理大异其趣。其末之结论更

为精彩和大胆：“《红楼梦》，情书也。无情之人，何必写书。

倘妙玉六根清净，则已到佛菩萨地位，必以佛菩萨视妙玉，

则《红楼梦》之书，可以不作矣。”（一百十二回评语）

当然，小说评点对中国小说理论的生成也产生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我们不难看到，以小说评点为主体的中国小说批

评实际形成了一个以“鉴赏”为中心的批评传统。它在整体

上不以对小说的理论概括和理论架构为依归，而是结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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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以阐释作品的思想艺术内涵为目的。同时，这种以“鉴

赏”为中心的批评格局和传统又是以小说评点对作品的依附

性为前提的，理论阐释是在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判中附带完

成的。于是我们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常常看到这样一个现象：

小说评点的理论蕴涵和理论品位往往受制于批评对象的思想

艺术水平，评点的质量与所评作品之间表现为一种“水涨船

高”的关系，故而小说批评史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几

乎都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和

《儒林外史》等名作的评点之中。而大量的小说评点文字如果

脱离了作品也便失去了实际的价值。中国小说理论批评的这

一特点就好处而言，表现为理论与实际作品的贴近，理论批

评对创作现 疾亦十分明显，一些“形实的直接针砭。但其

而上”的理论命题往往难以得到深入的阐发，而较多阐述有

关小说的技巧问题，这不能不说是这种批评形态对小说理论

绪论》，安徽文构建的制约（参见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 艺

出版社， 年）。

在以上对小说评点所作的简单清理和分析中，我们清晰

地看到，小说评点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组合体，故只有从综合

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才能更贴近小说评点的原生状态，从

而准确地评判其价值。当然，小说评点也是一个鱼龙混杂、

参差不齐的庞杂领域，评点质量颇不平衡。作为一个界乎于

雅俗两种文化之间的独特领域，小说评点容纳了颇为复杂的

创作人员，如书商、文人、官僚以及亦文亦商的文化商人，

而如金圣叹、毛氏父子、张竹坡等那种呕心沥血、性命与之

的评点家则在少数。故而大量的评点之作思想平庸、陈陈相

因，粗制滥造甚至作伪造假的现象也所在多有，这同样是一

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但作为一个在古代曾经颇有影响的文化

现象，小说评点的价值是不能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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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渊源与流变

一　　小说评点之渊源

文学评点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从时间而言，大致从唐

代发其端，南宋走向兴盛，历元、明、清三代，至晚清才退

出历史舞台。而就文学形式而言，中国古代文学中几乎所有

的重要文体都有评点出现，如诗、词、曲、赋、文、小说、

戏曲等；更有甚者，中国古代重要的作家及其作品几乎都经

过了评点家的批点，有的还是一批再批，《诗经》、《楚辞》、

史记》、 汉书》、李白、杜甫、东坡、稼轩、 水浒传》、《三

国演义》、《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巨

作在其自身的传播史上都留下了评点者的深深痕迹。那这一

种文学批评方式是怎样产生的呢？“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

在中国古代延续长久，而“评点”作为语辞也已成为一个常

用的习惯语。我们对于小说评点的研究和阐释便以对“评点”

一词的释义作为起始。

“评点”释义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评点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在其自身

的发展中所使用的语辞并非划一。自宋以来，这种批评形式

有大量的名称，其中较为主要的有“批评”、“评林”、“评

释 ”、“ 评 品 ”、“ 评 定 ”、“ 评 订 ”、“ 评 ”、“ 批 点 ”、“ 评 阅 ”、

“批 ”、“评 次”、“评 较 ”、“评点 ”、“评 论”、“阅 评 ”、“批阅 ”、

“ 点 评 ”、“品 题 ”、“ 参 评 ”、“批 较 ”、“ 加 评 ”、“点 阅 ”、“ 评

选”、“批选”、“评钞”等。这些语辞或用于题目，或在题署

中说明。其中内涵约略相同，但在具体使用和使用的时间上

也有一定的差异。兹择其要者作一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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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评点中最常用的是“评点”、“批点”和

评”三个语辞，而“批点”一词或许是使用最早的一个词

汇。它在南宋的古文选本中就运用得较为普遍，如《新编诸

儒批点古今文章》（刘将孙编）、《批点分格类意句解论学绳

尺》（魏天应编）等。南宋以后的文学评点中，“批点”一词

也普遍运用，在使用的频率上甚至超过“评点”一词。文学

评点中的一些其他用语基本上都是从“批点”一词化出，如

“批 抹 ”、“眉批 ”、“旁 批”、“夹 批 ”、“总 批 ”等 。“批 ”即 指

评论，“点”即为圈点。“批”字从语源上来看有多重义项，

其中除“评论”一项的后出义与“批点”之“批”相关外，

“批郤导窾”之“批”，“批风抹月”之“批”或与“批点”一

词的来源不无相关。“批郤导窾”语出《庄子 养生主》“：批

大郤 ”《注》谓有际之处，因而批之令离。即批开，导大窾

骨节衔接之处，其他部分即随之分解。“批风抹月”为文人家

贫无可待客的戏言。苏轼《和何长官六言次韵》之五：“贫家

何以娱客，但知抹月批风。”“抹”为细切，“批”为薄切。可

见“批”字历来就有指动作的精细之义。文学批点着重于词

句精细处的分析，“批点”的来源或与此有关。故“总批”可

易为“总评”，因其往往从大处评析，而专从细微处分析的

“眉批”、“夹批”“、旁批”则从未有“眉评”等称呼“。评点”

一词虽已成为这种文学批评形式的通用语，然这一语辞的普

遍使用要晚于“批点”。宋元时期的文学评点著作很少用 评

点”命名的。入明以后，“评点”一词的使用见 诸名多，如

家评点庄子辑注》（卢复辑，明刊本）、《评点荀子》（孙 评，

明万历刊本）等是用于书名，而在具体评论中也常常见到，

如“时尚评点，以便初学观览，非大方体。”（明陈邦俊《广

谐史 凡例》）“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

（《忠义水浒全书 发凡》，明万历年间袁无涯刻本）总体来

说，“评点”一词犹未成为这一批评形式使用最广泛的语辞，

一直到清代，这一语辞才真正得到了普遍的运用。至于“批

评”一词，也是文学评点中运用频率最高的语辞之一。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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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点”、“评点”和“批评”是古代文学评点中最常见的三个

语辞，三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线，古人在使用上也是比较

自由的。

在文学评点中较有特殊性的一个语辞是“评林”，作为对

文学评点的一个特殊称呼，“评林”一词仅出现于明代，尤其

是在明代万历以后的文学评本中使用较为普遍，如《史记评

（凌稚隆辑，明万历刊本）、《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

（李廷机辑，明万历刊本）、《老子评林》（翁正春辑评，明刊

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余象斗评，明

万历刊本）、《三国志传评林》（余象斗评，明万历刊本）、 唐

诗选脉会通评林》（周挺，明崇祯刊本）等。“评林”乃集评

之意，如万历初年凌稚隆辑《史记评林》即然，徐中行《刻

史记评林序》曰：“凌以栋之为评林何谓哉？⋯⋯推本乎世

业，凌氏以史学显著，自季墨有概矣，加以伯子稚哲所录，

殊致而未同归，以栋按其义以成先志，集之若林而附于司马

之后。”因此所谓“评林”是将评语“集之若林”，即集评。

作为一种集评形式，“评林”主要见于诗文评选。通俗小说评

本中以“评林”命名者仅有余象斗评本，但余氏仅取“评林”

之名而无集评之实（详见本书 说评点形态之分解》）；戏

曲评点则反是，有集评之实，而不用“评林”之名，如起凤

元本出相北西厢记》题王凤洲馆明万历三十八年刊本 、李

、汤贽评，乌程闵氏明天启刊本《西厢会真传》题沈 显祖

评，汇锦堂明崇祯刊本 三先生合评元本北 题汤显祖、西厢

李贽、徐渭评等。

至 于“评 释 ”、“评 品 ”、“评 订 ”、“评 较”、“评 阅 ”、“评

论”等语辞一般无特殊内涵，而“参评”、“加评”等则是指

称在原评本基础上的评点。

古人对评点这种批评形式的直接阐释并不见多，尤其是

对于“评点”的名实、义界问题探讨得更少，加上对评点的

一些零星阐释大多出自于文学评点的实践家之手，故以经验

之谈为多，着重探讨的是文学评点的由来、功能、方法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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